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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热情在学术
———专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

■ 本报记者 夏斌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王水照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一路跋涉。

“三角地”暗合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
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外在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
的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

学界同仁却更愿意用“三个一”来褒奖王水照的
贡献。

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
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
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
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家专访独

WEEKEND

王水照
1934 年 7

月生，浙江余姚
人。复旦大学文
科资深教授、中
文系首席教授，

中国宋代文学
学会名誉会长。

2012年获“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贡献奖”。

（图片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提供)

中文系学生要有“童子功”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浙东古邑，跟王阳明、黄宗羲是同
乡。他们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水照：13岁那年，我从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
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
个颜体大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才知道，严子陵、

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

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 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立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
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是《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

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句我在少年时就能背诵。

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就培养了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解放周末：从余姚走出来，您就去北大读书了？

王水照：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大中文系。

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云集，称得上
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和同窗受到“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
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
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
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 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题选修课；北
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让我们拥有了
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

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由于
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宋代文学文献，从而
奠定了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解放周末：北大 55级出了很多学术、文化名人，如谢冕、

杨天石等。

王水照：北大 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

在中文系，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后面四年半的时间
主要是讲授文学史， 从古代文学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
史，每周 6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
史上，说明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学生最基础的核心课程。

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让人对中
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
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是其
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是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

两年写不出好文章要“走路”

解放周末：您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一待就是 18年，这
段时光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回忆？

王水照：我离开文学所 40多年了，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我一进入文学所，就投入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之中，还出
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给了我很大
鼓舞，也开拓了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我的
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
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
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

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
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
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何其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王水照：何其芳先生很有个性，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
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

我在文学所的 18年，可以说都属于“何其芳时代”。他曾
经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
“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大概有 10个人，最后剩下
两个半。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
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

何其芳先生还强调， 社科院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
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
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解放周末：在社科院文学所，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水照：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一个最大的收
获就是受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颇为严格
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我初步具有了在宋代文
学研究领域里独立工作的能力。

解放周末：您离开后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联系还多吗？

王水照：由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些重要刊物的缘
故，我和文学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文学遗产》是我们古代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刊物，我是它
的作者，也曾经是编委，现在是顾问了。提起这个刊物，我很
怀念早期的几位编辑人员，特别是陈翔鹤先生。

翔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编， 他原是四川文联副主席，后
来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照顾，我的第一篇
学术文章就发表在《文学遗产》。记得他跟我说：“你的文章是
我照顾你，给你发的，水平还不够，以后要努力。”他就是这样
真诚的人，希望年轻人能够学有所长。

要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解放周末：1978年 3月您调入复旦中文系， 能否说迎来
了治学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王水照：来到上海，来到复旦，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
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等课
程，另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

这样的状态，能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的
互动互补关系中， 科研选题、 内容能保持鲜活的时代特
点。它告别了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可以按照自己

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禀赋素质的长短，合理地
选择课题。

由此， 我从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
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

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可以说，艺术观
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
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

解放周末：您被复旦研究生评为“心目中的好导师”。在
培育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

王水照：我带学生，总是希望大家多读、多写、多练。许多
同学都参加过我组织的项目，像《宋代文学通论》《历代文话》

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整理等。

对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要发文章， 是有两种不同主张
的：一批老师鼓励学生多写文章，一批老师不主张学生在读
书期间发表文章。当年读大学时，我班上有个同学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头天发表，第二天
杨晦先生一上课就批评：《孟子》是散文吗？哪里来的艺术？才
读大二，不好好读书，写什么文章？

我觉得，只要不是出于急于求成的功利目的，还是应该
以鼓励为主。 低年级当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书和积累上。

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多记笔记，进而提炼出文章，并能够发
表，也是很好的。

读和写要相结合，不多写就写不动了，但要确实能提出
新问题、发现新材料，读书得间，有“写之而后快”的感觉。

北大中文系的历练对我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很感激有这
一段宝贵的写作经历，一章章必须写，就逼着自己去看材料，

不断闯入陌生的领域，不断学习。后来进入文学所，几位老先
生看我写的东西，都说不像大学刚毕业的，已经有个样子了。

所以，我主张学生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磨炼。

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解放周末：您的《宋代文学通论》对新世纪以来的宋代文
化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当时为什么想写这部书？

王水照：这本书我执笔了两章，主要框架及每章导言也
是由我确定、撰写的，然后再让同学们按照我的思路去写，是
教学相长的产物。

以前，学术界对宋代文学的评价是有异议的。唐代文学是中
国文学的辉煌时期，这是公认的；唐诗的高峰在哪里，大家也基本

没有异议。但是，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什么地位存在一
些争论，有些学者的评价还比较低。《宋代文学通论》就想对一些过
激的观点进行反驳，对宋代文学多讲点好话。

我认为， 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看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而
宋代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确实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如道
学对儒学发展的意义，如宋诗在唐诗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
审美范式，等等。

就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看，宋代文学的整个定位是由雅转俗
的重要时期。按照西方文学的分类，这一时期的文学诗、词、文
属于雅文学，戏曲、小说是俗文学。宋代文学的成就主要还是雅
文学，俗文学成绩虽然也有，但留下来的文本不多。

宋词本来评价很高，但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实在不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大力提倡的。宋诗则在唐诗阴
影之中，“不懂形象思维， 味同嚼蜡”。 宋文大部分是应用性文
章，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形象、抒情之类的因素在我国古代散
文里并不多。因而，对宋代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但另一方面，“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的声音也很强大。所以，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我们
想对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解放周末：传统上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
从王国维、陈寅恪到邓广铭，对它却有很高的评价。

王水照：个人觉得，宋代的政治制度还是很了不起的。用现
在的话来说，“顶层设计”是合理的。

回过头来看，在北宋九帝、南宋九帝当中，真正有能力的皇
帝不多，可能只有两三个皇帝的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建国之君
赵匡胤，宋神宗也可以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孝宗，其他的
基本上是平庸之辈。

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权，能够延续 300多年的基业呢？很大
的原因就在于，两宋的文化成就很高，士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
培育，南北宋灭亡时忠臣义士特别多。唐代在这一点上就不一
样，安禄山的军队一路打过去，投降的不计其数。

宋代在皇帝平庸的同时，接二连三地出现权相、奸相，但这
个政权还是保持运转，甚至有考证说当时宋代的经济在全世界
排名第一。所以，宋代的“祖宗家法”、文官政治总体上还是有其
先进性的。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优点要说足，缺点也应该摆清。我们
这本书如果要修订，应该有一个“下篇”，来专门论述宋代制度
乃至文化的缺失。

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

解放周末：宋代文人群星中，苏轼为何受到您的持续关注？

王水照：初次接触苏轼的人，容易被他的“全才”特点所吸
引。在他那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
生经验面前，人们难免错愕、惊服。

苏轼主要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
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
要和有益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
巨大文化遗产依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苏轼研
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其文学创作的探讨上。

依据这种理解，我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还编
选了《苏轼选集》。该书选录苏轼诗词文 300多篇，“注释”中注意
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

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及材料，另立“附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
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
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深邃精微
的人生思考。

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我对苏轼一生于
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间的思绪变化，以及儒、佛、道思想的消
长起伏作了剖析， 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而
且着力发掘其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进而详细分
析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

解放周末：相较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似
乎沉寂许多？

王水照：宋代散文研究的难点和盲点，相对来说确实不少。

比如，宋代古文六大家之一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却有“擅
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事实上，我
国散文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 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
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散文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对前人已有
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加以系统梳理，并予
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不仅是形式上、文字
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辑
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势在必行。

在《历代文话》的基础上，我最近又组织团队推动《历代文
话新编》的工作，收录文话著作将有 300余种，希望能进一步推
动古代文章学的研究。

解放周末：“唐宋八大家”中，来自北宋的散文家占有六席。

这有着怎样的时代机缘，又能带来什么启示？

王水照：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精英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
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是杰出的
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现
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除了个人的禀赋、勤奋以外，其
实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北宋时期，社会精英大多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
型人才。这与偏重文治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
征伐、平定地方政权，太宗时开始确立文治的方向，至仁宗时已彬
彬大盛、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呈现恢宏的气象。

北宋举士共 69 次，以嘉祐二年最为“得士”，其中包括苏
轼、苏辙和曾巩，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还
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
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就曾盛赞同年好友、状元章衡“文章之
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

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为这批北宋精英人物编纂全集，就不
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

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乃至学术话语体系建
设也是有启示的。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王水照先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学问和学生。

上世纪 60年代初期，他在杜甫研究领域“小试
牛刀”；70年代， 对唐诗繁荣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80年代，又率先为苏轼“正名”……

求学治学 60余载，王水照最忌人云亦云，力求
有所突破。对于学术界存在的伪科学、伪命题、伪理
论倾向，他不止一次呼吁“不能陷进理论晕眩、数据
狂欢的泥淖中走不出来”。

王水照的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
的则是宋代文学。作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
和奠基者之一， 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蕴含的使命
感，深深浸润他的为人处世。

学生感叹，先生讲课，从不敷衍。即便是自由讨论
时间，王水照也决不坐着任由学生闲聊，而总会准备
相关资料， 将有用的内容和自己的分析记录下来。等
到学生发言完毕，再一一点评，甚至会提出人们未曾
留意的新材料、新论点。

课后交流中，王水照更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学生回忆，先生总是轻声细语，从不疾言厉色。从他身
上，感受到的只有学问与人生的真诚，而没有一丝因
为有学问、有阅历而产生的傲慢。

现在， 虽然年逾八旬， 但王水照依然 “夹在书堆
里”。他的外形渐显龙钟，神态却更为清癯，一如既往地
充满学术生命力。


